
（这是《63 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书中“北大的政治迫害历史”一章中的一

节。发表在网刊《往事微痕》2010 年 6 月 5 日。） 

 

 

七名被判死刑的北京大学“右派分子” 
 

 

 

文革中北大发生的大规模的暴力性迫害，不是突然从天而降、凭空发生，而

是由文革前发生的一系列的迫害发展而来的。回溯北大 1949 年以后的历史，人身

迫害和人权丧失的由来和发展轨迹，清晰可见。 

 

文革前在北大发生的规模最大的迫害是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在 1957

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 1958 年 1 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

有 589 名学生和 110 名教职员，一共 699 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后来又再

“补划”，一共划了 716 个右派份子1。另外，据 1979 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

章：北大划了 715 名“右派分子”，还有 842 人受到各种处分2。因为没有公布被

“划”者的名单，现在不清楚这一人之差是如何产生的。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

数是 8983 人，教职员人数是 1399 人。北大总人数的 7%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 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 
         

更加令人震动的是，1957 年 5 月中旬，当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在

学校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文件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在共产党的干部中

部署反右（5 月 15 日）。北京大学学生响应上面的号召，从 5 月 18 日开始贴大字

报批评共产党的工作，进行上面所说的“大鸣大放”。他们对政府和大学当局的批

评，进行了不到三个星期，就全部成为他们的罪行，使他们被划为“右派分子”，

从此陷入“敌我矛盾”的深坑。这种策略被毛泽东事后得意地称为“阳谋”（作为

对“阴谋”指责的反驳）。不管称之为“阳谋”还是“阴谋”，这一“谋”的后

果，仅仅在北大一所学校就是七百多名“右派分子”和八百多名被处分者的长期灾

难，在全国，则是数百万人受到迫害。由于上面规定普通工人农民中不抓“右派分

子”（不是网开一面，而是另有名称，叫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所谓“知识

分子”又只有五百万，那么“右派分子”在其中的比例，显然是非常高的。 

 

“反右”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惩戒机制。首先，权力当局大规模地以言论定

罪，把一大批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进行各种惩罚，尽管这些人并没有违反当

时的宪法也没有危害他人。第二，本来学校能作的最高处罚不过是开除学生学籍或

者解雇教职员。学校的学生教员若有刑事犯罪，只有司法系统可以审判。中共北大

党委把七百多名教师学生划为“阶级敌人”加以惩罚，这是人类学校史上和政党史

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权力。 

 



而且，对“右派分子”不但实行惩罚，而且惩罚不设定限量。一批“右派分

子”被学校直接送去无限期“劳动教养”，以致他们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二十年。他

们中有人在“劳改农场”被饿死。有的在“劳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甚至“摘

帽右派”也仍然是一个坏身份。 更加恐怖的是，他们中有人被判处了死刑。笔者

现在找到的有七个名字。  

 

这种大规模的迫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

他把人际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区分的

标准，并不是法律。他宣布某一类人是“敌人”，就是敌人，并且实行他规定的惩

罚。这个处罚可以一直重到死刑。这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完全不

曾有过一般法律上的重罪如杀人，抢劫或者强奸。他们被处死，罪名是他们的思想

或者言论。一个人思想或者言论方面的“右”，就可以成为施行惩罚甚至死刑的依

据。 

 

北大划“右派分子”是分两期进行的。第一批划了 511 人即百分之五的人为

“右派分子”。但是“上面”认为中共党委书记江隆基（他 1927 年加入共产党，

“反右”后离开北大后到兰州大学任领导，文革一开始就被中共甘肃省委列为重点

对象并遭到野蛮的“斗争”，1966 年 6 月 25 日自杀身亡）工作不力，1957 年 10

月，国务院派来了陆平（周恩来亲自和陆平谈话后派他来到北大，此前他为铁道部

副部长，文革中他也受到残酷迫害），继续进行反右“补课”——一个学校里关于

教学的专门术语，被移用到了在学校里实行对教员学生的迫害中。这个“补课”，

使二百多人被“补”进了“右派分子”中。“右派分子”在北大总人口中的比例从

百分之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七。 
 

划“右派分子”时，预先制定百分比或者各地人数配额，以确保实现总体效

应。明显可以看到，北大先是按照百分之五的人数比例划了“右派分子”。后来

“上面”传下指示说北大划百分之五不够，北大就进行“反右补课”，增加到了百

分之七。 “反右”时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讲，北京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中，“大概

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3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划的。这种按照事先规定的数字来

抓人惩罚人，在历史上只有斯大林作过。斯大林的指令，包括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各

地的死刑和逮捕数字以及他自己亲手写的有杀人数字的字条，都已经公布。 

 

“反右”在北大虽然不像文革那样普遍使用暴力对人进行殴打和侮辱甚至活

活打死，但是已经相当野蛮。物理系学生刘奇弟贴大字报提出“胡风绝不是反革

命”，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他因此被定为“右派分子”。一名受访者说，1957 年

他 12 岁，家住北大旁边海淀镇，有一天到北大来看电影，在北大看到被捆在树上

的刘奇弟——因为听到人喊“打倒刘奇弟”，他知道了被绑在树上的人的名字。刘

奇弟要说话，有人大喊“把他的嘴堵起来”。这名受访者不记得那天是几月几号，

但是记得那天去看的是苏联电影《绿色的锁链》。应该是在 6 月上旬开始“反右”

之后。刘奇弟后来被判刑 15 年，1961 年死于狱中。 

 



在“反右派”发生九年之后开始了文革。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受到了进一

步的攻击和惩罚。假使毛泽东活得长一些，没有在 1976 年死亡，“右派分子”在

1978 年依然不可能“改正”，而且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年月。“右派分子”在毛

泽东死后过了两年才得“改正”，他们受迫害的全程长达 21 年。在采访中，一名

自己并非“右派分子”但一直同情“右派分子” 的受访者使用了一个说法，叫做

“右派面孔”，意思是当过“右派分子”的人脸上有一种特别的压抑的表情，明显

到使人能把他们从人群中觉察出来，连他们得到“改正”以后那种表情都依然还

在。显然，这种特别的“右派分子”的面部表情，是长达 21 年的身心遭到迫害后

形成的。   

 

在北大的 716 名“右派分子”中七人（可能还会发现）被以“反革命罪”判

处死刑。七人中有六人是在文革期间被判处死刑的。七个人占全部 716 人的百分之

一。 这个死刑人数，不但对北大“右派分子”群体是非常高的比例，对任何一个

大学的学生来说也是极高的比例。甚至现在也还没有了解到在北大一百多年的历史

上有毕业生因刑事犯罪被判处死刑。 

 

被判处死刑的七人中，六人在被划为“右派分子”时都是北大学生。其中只

有一人是教师，在两年前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也就是说，他们被划为“右派分

子”和后来被判处死刑时，都很年轻。  

 

  黄中奇 1957 年时是哲学系学生，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在宿舍中他与

看管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1958 年 1 月被公安局逮捕，同年夏天被以“反革命

杀人罪”判处死刑。文革后得到“平反”。关于他，校史《北京大学纪事 1898-

1998》写道： 

 

（1958 年）1 月 30 日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黄中奇（哲学系心理专业学生）于

29 日晚持刀行凶，刺伤了心理专业四年级班会主席张博源和前去阻拦的杨恩

寰同学。今日上午 8 时，学生会召开批斗黄中奇的大会，会上，大学办公室主

任蒋荫恩代表学校接受同学们的要求，宣布开除黄中奇的学籍并交送司法机关

惩处。市公安机关当场将黄逮捕。4 

 

        黄中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后，不久就被判处死刑。当时让北大各班派学生代表参

加了“公审大会”。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东交民巷口的一个会堂举行。历史系

的一个学生代表回来后告诉班里同学，在“公审大会”上，黄中奇被抓出来的时

候，身上穿的是汗衫，脸色苍白，白得像白报纸一样，大声地哭，说：“我有罪，

我有罪，饶了我吧。”判决以后，立即执行。那是 1958 年的夏天，日期待考。 

 

文革结束两年后，重新审理“右派分子”案件。北京大学有关办公室向黄中奇

的同学了解情况。当时黄中奇住在 36 斋（北大学生宿舍当时都称为“斋”，文革

中改称“楼”至今）五层。黄中奇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受到批判斗争和看管，精

神崩溃，爬上窗台要跳楼自杀，看管他的同学进行阻拦，发生了身体冲突。黄中奇

情绪失控，挥动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划破了一个同学的胳膊。伤情并不严重。被铅



笔刀划伤的同学并无伤疤留下。但是黄中奇被作为“右派分子蓄意杀人”判处了死

刑，还通报全国。 只因为他是“右派分子”，划破皮就和“杀人”等同了。1979

年北大给“右派分子”“改正”时，也给黄中奇“平反”。其时他已经被处死 20

年了。 

黄宗奇是“调干生”（即不是从高中毕业后升入大学，而是在上大学前已经是

工作的干部），在北大上学时已经结婚生子。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当架子工。给了

他的儿子两千元钱。这是北大为“反右”给予“右派分子”或其家属的最大的一笔

“赔偿金”— 实际上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需要“赔偿”，也没有用过这个词。当

时用的词叫“困难补助”。 

 

上述校史记录中提到的代表学校宣布开除黄中奇的办公室主任蒋荫恩，后来调

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文革中受到残酷“斗争”，在 1968 年 4 月 6 日上吊身

亡。当然，这完全不是十年前被惩罚的“右派分子”报复的结果。相反，“右派分

子”在文革中都受到了进一层的更加残酷的迫害，而一批领导了“反右”的干部

们，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六名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是： 

 

       林昭，中文系学生，1954 年入学，1968 年被处死； 

       任大熊，数学力学系教师，1955 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1970 被处死； 

       顾文选，西语系学生，1956 年入学，1970 年被处死； 

       沈元，历史系学生，1955 年入学，1970 年被处死； 

       吴思慧，物理系研究生，1970 年被处死。        

       张锡锟，化学系学生，1954 年入学，1975 年被处死。 

 

六人中林昭为女性。她生于 1932 年。她因站出来为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同

学辩护而自己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她所在的中文系新闻专业 58 级（1954 年入

学），全班 34 人，划了 7 名“右派分子”，占全班人数 23%。7 个“右派分子”

的名字是林昭（女），何其慧（女），杨吉林，孙文烁，王国乡，刘秉彝，赵雷。 

七人中两个“劳动教养”，两个“劳动考察”，三个“留校察看”。此外，还有 7

人被划为“中右”，虽未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也遭到开除共青团团籍等处

分。 

 

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在 1960 年代初，林昭和兰州大学的“右派分子”学

生来往，她写的两首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印入他们的油印刊

物《星火》。参与《星火》的人很快被逮捕。1962 年林昭被以“反革命罪”判刑

20 年。在监狱里，她写了 14 万字文章，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语分析和谴责权

力当局如何欺骗和压迫了青年一代，包括她自己。 

 

1968 年 4 月 29 日，林昭在上海被处死刑。那是“五一节”前，“上海市革命

委员会”把一批“反革命分子”“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解放日报》当时报道

语）。这是文革期间“庆祝”节日的特殊方式。特别要在节日之前杀人，显然是为



了给普通人民更加鲜明的印象和更加强烈的威慑。另一方面，他们也真的在改变节

日的内容和意义，在节日中增添了“革命”和暴力迫害的血腥气氛。这确实可以算

是他们的“文化革命”的一个内容。 

 

一名受访者讲述了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见到林昭。监狱中召开大会宣判林昭

死刑。在押犯人们在台下，林昭被押到台上。受访者当时是台下的在押犯之一，在

大学当学生时被划成“右派分子”，后来判刑十年，和林昭同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

狱。受访者说，他看到林昭的脸胀得通红，但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肯定是“被做

了手脚”。他的意思是，监狱方面用什么特别的方法使得林昭不能说话。他听说，

宣判会后林昭在监狱大院中的一角被杀害。 

 

2003 年，一位独立制片人胡杰自费制作了一部数码纪录片，题为《寻找林昭

的灵魂》。这位在 1957 年“反右”以后才出生的人，访问了认识林昭的人和林昭

生前住过的地方，在电影中展现了一名真诚、勇敢、坚持真理的青年女性知识分子

的形象。这部电影真实朴素，深深感动了观众。这部电影从来没有能在中国发行，

只是私下流传。 

 

在电影里，能听到林昭的妹妹彭令范的一段叙述。在林昭被枪决后，有干部到

林昭母亲许宪明家中，通知她，她的女儿已经被枪毙，要她付五分钱子弹费。林昭

被判死刑，没有审判，没有上诉，没有刑场告别，已经是连被认为“黑暗”的皇帝

时代没有发生过的残酷情况。至于要母亲付枪杀女儿的子弹费，恐怕已经远远超出

了人们对残忍的细节的想象力。 

 

顾文选是英语系学生，1956 年从杭州考入北大。1957 年 5 月 25 日下午，在

北大办公楼礼堂控诉“三害”（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当时共产党号

召人们“帮助党整风”以克服这“三害”）的会上，顾文选讲述了他在 1955 年的

肃反中的遭遇。他的谈话记录，后来以《我的控诉》为标题，发表在手工刻写蜡纸

油印的《广场》上，有 14 页。 

 
顾文选的讲话以一首诗开始，说明他的心迹，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只是反对共

产党里的错误。 

 

本来我不计较我的不幸， 

我以为时间， 
这浩荡长流会把它冲洗干净， 
那时我将和过去没有创伤时一样， 
在生活中享受着愉快和平静， 
可是我没有力量摆脱那惨痛的记忆， 
时常在寂静的黑夜中被噩梦惊醒， 
受了创伤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宁， 
脑海里不时缠着镣铐的声音。 
我们的时代是个明朗的春天， 



但也停留着片片黑云， 
就是这些黑暗的东西， 
毁掉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 
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这人间的不平。 
请人们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烧个干净。 
 

顾文选自述，1949 年时他 15 岁，在杭州“参加了革命”：他参加了共青团，

以后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1955 年 6 月中旬开始“肃反”，“当时我对肃反并

不在意，因为我没有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什么亲友，我的亲友中也没有地主、富

农、反革命分子；肃反无论如何也肃不到我头上来，顶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可是

想不到当天下午我们机关里的领导人就布置人斗争我了。他们掌握的材料主要是：

诬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 

 

顾文选认为他的不幸在于“过分心直口快”，“太单纯，太忠厚”，所以被领

导和品德不好的同事忌恨。至于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只是他练习写作，写了两

篇小说，其中一篇写了农村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进城后遗弃原妻。仅仅为他的“反动

文艺思想”，就斗争了他一整天。 

 

顾文选被连续斗争几天以后，因为他不认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斗争他的同事

的殴打。打得非常厉害。他还手保护自己。结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

铐把他反铐，又用麻绳把他捆绑起来。这些人打电话报告了“五人小组”之一的一

个副局长后，就把顾文选送到杭州市监狱。在那里把他上了脚镣手铐关起来。他被

关在监狱里四个月。 

 

 顾文选说，逮捕他是违法的。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 36 小时内

一直没有提审，完全破坏了逮捕条例。他还给出了种种细节，包括打他的人的名

字，时间，地点。他说他说的都是实情，不会有一分造假，可以调查。 

 

以上是顾文选的这篇谈话记录的摘要。刊登了顾文选讲话记录的刊物《广

场》，实际上仅仅油印了一期。参与编辑《广场》的学生，陈奉孝（数学系）被判

处 15 年徒刑，张元勋（中文系）被判处 8 年徒刑，贺永增（西语系，他组织了顾

文选讲话的会议）被判处 5 年徒刑。 

 

“肃反”没有能把顾文选定罪，第二年他考进了北京大学。（幸好当时还可以

通过考试进大学，而不是像文革中那样全靠本单位的共产党组织推荐。）他在北大

讲述“肃反”遭遇的讲话使他被定为“右派分子”。那天和他一起发言的西语系学

生周铎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在文革中受到长期的关押折磨和摧残。主持了

那天会议的西语系学生会主席汪士贤也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 年被送北京玻

璃总厂“监督劳动”，每月只发 18 元生活费。 



 

顾文选被划为“右派分子”后，1957 年夏天被逮捕，被判处 8年徒刑。刑满

后仍然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文革中他越境逃到苏联，被苏联方面遣送回国，在

1970 年的“打击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处死刑。顾文选在 1970 年 3 月 5 日被害。 

 

《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 3 号，1970 年

1 月 31 日）写道：“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令

人心大快，敌人震慑”。顾文选的处死经过就是按照这一指示操作的。1970 年 2

月 2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一份材料，把“顾文

选等 55 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要“革命群众”“提出处理意见”。当然，

不会有人胆敢发表任何不同意见。据一名受访者说，还有“革命群众”大喊“枪毙

枪毙”，然后大家散会回家吃晚饭去了。这种做法的功能之一是在普通人中制造更

大恐怖，起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时，也是对普通人道德的深重的腐蚀。 

 

这份材料写道：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份

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现行反革命犯周鸿东，男，三十七岁，辽宁省人，资本家出身，系反

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顾、周二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

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

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就凭这不到１００个字的指控，“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

罪行”判处顾文选和周鸿东死刑。判罪根据只是两条：“反动言论”和“投敌叛

国”。中国宪法说人有言论自由，以“反动言论”判死刑，宪法成为假话。至于普

通公民的出国权利，在毛泽东死后又过了十多年才渐渐开始实现。 

 

1970 年 3 月 5 日，顾文选被处死，时年 36 岁。 
 

与顾文选在同一份材料上还有沈元。 

 

沈元是上海人，1938 年生，1955 年从上海位育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历

史系。同年，位育中学另一名学生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这两名学生在 1957

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中，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位育中学中学 1955 年的 92

名毕业生中，有 44 人被定成了“右派分子”，包括两个考入北大清华的人。5 

 



沈元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学籍遣送北京郊区劳动。1961 年“摘帽”

后，他得到地位很高的共产党人历史学者黎澍等人的帮助，到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

究所工作。在 1962 年时相对宽松了一点的条件下，他在《历史研究》和《人民日

报》上多次发表了论文。与其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学相比，他算是“幸运”

的。这也说明他试图努力和当时的主流社会合拍而不是对抗（其他“右派分子”当

时即使想要合拍也不被允许）。但到了 1965 年初，他发表的文章就遭到了批判。

文革开始后，他遭到批判斗争。发表他的文章和把他调入历史研究所工作，成为帮

助过他的领导干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他用黑色鞋油把自己的身体涂黑，

装扮成黑人而进入马里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自己离开中国。沈元也被判处死刑。

当时的中国，不仅批评当政者，哪怕是轻微的批评，可以是死罪，想要逃走，想要

离开中国，也是死罪。沈元在 1970 年 4 月 18 日在北京被杀害。 

 

假使沈元活在今天，他会是报纸上刊出的“高考状元”，会是他的中学的骄

傲。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他不但被划为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右派分子”类

别，还被进而判处死刑。关于一个人的遭遇和政治的这种密切相关关系，需要做认

真的研究。在 1970 年他被枪杀时，权力当局的说法是： 

 

十九、现行反革命分子沈元，男，32 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

系右派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

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

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 

 

沈元的母亲和哥哥，也成为判处沈元死刑的理由，这种设立罪名的方式，需

要被历史系或者法律系的学生作专题论文来从学理方面做出分析和解释。  

 

 

任大熊 1970 年 3 月 28 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处死刑。他 1956 年从北大数

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1957 年 5 月，他把北大图书馆英文《工人日报》上刊载的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题为《关于斯大林个人

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1956 年２月 25 日）翻译了一些段落，贴在学校阅报栏

上。一名受访者说，当时有很多人站在阅报栏前看报纸，同时也看了任大熊陆续贴

出的翻译稿，每次一页两页，手抄在普通稿纸上。这名受访者后来也被划成了“右

派分子”。 

 

赫鲁晓夫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实行大规模迫害、监禁和杀戮的部分事实，谴责

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在当时是很大的震动。 赫鲁晓夫的报告在苏联内部

发往共产党的各层组织，在苏联人人皆知。苏联共产党也把这份报告给了中国共产

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但是报告文本从来没有在苏联报纸或者出版物上公开发

表，因此才被西方媒体称为“秘密报告”。这个报告之后， 斯大林的受难者在俄

国已经开始大批得到“平反”（从现在公布的资料看，1956 年有 130 万受难者在



俄国得到了“平反”），在中国，任大熊却因翻译了这个报告的一些段落，先在北

大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又被指为“反革命”判刑，在文革中又被判处死刑。从

笔者收集到的判决书上可以看到，判处任大熊等 13 人死刑，没有援引任何法律条

文依据（人类文明自有了法律，判刑就要写上法律根据，哪怕是装样子呢，文革在

这方面非常“彻底”），只写着：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妻子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

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

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

下：…… 

 

所谓“一·三一”指示，指毛泽东批准发出的“中发[1970]3 号文件”，题为“中

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毛泽东在此文件上批的“照办”二字就

是判处死刑的依据。这是人类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决书格式。  

   

在１３人中，任大熊被列为第三。关于他，判决书写道：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份

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该犯一九六零年因纠集反革命集

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判处无期徒刑。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

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

写“时事述评”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

席，在禁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

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仍然记得任大熊的北大同学说，任大熊有一米七五高的样子，南方人，很瘦，

是个很聪明的人，毕业留校后住在校内全斋（文革中改名为“红七楼”），被划成

“右派分子”时还没有结婚。他的同学一直不知道他已经在文革中被处死了，也不

知道他是否还有家人在。 

 

上引判决书，是一名和任大熊关在同一监狱的人莫兴龄的儿子提供的。莫兴龄

是一名基督教医院的医生，曾到美国医院学习，因为这些原因，1954 年被逮捕并

被判刑 15 年。莫兴龄在还有 17 天刑满时死于狱中，监狱当局说他“自杀”了。文

革后莫兴龄的儿子到山西大同监狱寻找父亲的埋葬处并给父亲筑墓。他没有能得到

关于他父亲的文字记录，但得到了这份有任大熊在内的死刑判决书。他给笔者提供

了判决书的复印件。 

 

吴思慧，男，四川荣县人，生于 1932 年或者 1933 年（判决书上说他在

1970 年 3 月“时年 37 岁”），1948 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是黄



埔军校毕业的军人，在 1949 年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1962 年去世。吴思慧与他的

哥哥和妹妹留在大陆。他在 1951 年和班上三个同学一起参军。（四个人中，一人

被枪决，两人后来“自杀”——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并非通常意义上说的自杀，而

是迫害的结果。必须注意到这种迫害密度）。1953 年他从军队复员后到北大物理

系（清华物理系已经在 1952 年被取消）继续读书，毕业后在北大读研究生。1958

年 2 月他被划成“右派分子”。（从时间看，他是在 1957 年已经划定 5%的“右派

分子”后又被“补课”进去的。上文已经写到，“补课”后，北京大学的“右派分

子”比例提高到了 7%。） 

 

1959 年，他被分配去洛阳工学院。同年 12 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而被

“劳动教养”两年。（那是一种工作单位就可以决定的刑罚。每个工作单位的领导

人可以有权把那里的工作人员送去“劳动教养”，这一点就足够恐怖的了，更不要

说他们的标准是多么荒唐与狠毒。）“劳动教养”期满后，他在洛阳修鞋为生。

1965 年被指控“盗窃”判刑十年。1970 年“打击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他被“揭

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毛泽东和其妻子江青的话。他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这是

文革中建立的新权力机构的名称，除了行政权力，还有权判死刑）“判处死刑、立

即执行”。 

 

文革后，1981 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 1970 年的死刑判

决。 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

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他们也同时撤销

了 1965 年的判决。 

  

张锡锟是化学系学生，毕业于成都列五中学（后改名为第五中学），1954

年夏考入北大化学系。在 1957 年 5 月下旬到 6 月上旬的北大校园的短暂的“鸣

放”时期，他贴出了题为“卫道者的逻辑大纲”的大字报： 

 

一、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二、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三、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四、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五、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六、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七、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八、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九、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十、“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这些“逻辑”，也都被运用到对他的指控上。张锡锟被划为“右派分子”

后，对他的处分是“劳动考察”，送工厂劳动。1965 年他试图逃往国外被抓，并

一次被判徒刑 13 年（文革前，这虽然会被判重罪，但是还不至于如文革中那样被

判死刑），在四川西昌专区盐源农场“劳改”。1975 年 9 月，他被人揭发“企图

组织越狱”，在盐源农场被枪毙。 

  

文革结束两年后，开始给“右派分子”“改正”。北京大学有关办公室的一

名杨姓干部曾经到四川该劳改农场交涉。但是那边不给张锡锟“平反”。 

 

在 2009 年出版的《回眸一笑—我在太阳部落的年代》（香港田园书屋）书

中，作者杨泽泉记录了他所了解的张锡锟在劳改农场的最后的日子。杨泽泉当时也

被关在那个劳改农场，当然无从得到张锡锟的死刑判决文件。他记得，判决是由当

时的西昌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发出的。死刑执行地是盐源农场农七队的监院门

口。 

 

一名受访者说，他和张锡锟几乎同时在成都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1954

年 8 月 19 日，是星期四，他们集体乘坐同一辆大蓬卡车，沿川陕公路北上，到宝

鸡换火车去了北京。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们都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后他

得到“改正”。他记着 35 年前被杀害的张锡锟。 
  

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中六人在文革中被杀害。这六人中，有

四人是在 1970 年的“打击反革命活动”运动中被判死刑的，那是文革中规模最大

的由权力当局用国家机器直接施害（另一些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所谓“群众专政”来

实行）的迫害行动。仅从他们的死亡时间，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死亡不是偶然发生的

事件。他们的死亡是一场群体性的迫害的结果，他们死于集中领导下进行的大规模

的迫害之中；他们的死亡清楚体现了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延续，同时还是“反

右”迫害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方面，请参阅笔者的文章,〈从受难者看“反右”

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 

 

在七名被判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中，吴思慧的名字是笔者在查访多年

后，在 2009 年底最后找到的。笔者曾经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

事写出来呢？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

写出他的事情对你们来说完全不是困难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

在你们班的几个同学之间呢？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至今都不得公布名字的受

难者呢？ 

 

我听到一些解释。一个说法是，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

学）应该比较知道 1957 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现

在是什么时代，难道还会有人指责他的女朋友嫁给了别人没有为他“守节”？她的

丈夫也还会不准她讲述 50 年前的男朋友受迫害的事情？还有一个说法是，他的一

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



——吴思慧已经被杀害 40 年了，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

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同班同学吗？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对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怀有敬意。他出生于 1921

年，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

他被“斗争”，被长期关在“牛棚”中。文革后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退休后他

编写了《西南联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北大物理系九十年》2008

年修订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 139 个“右派分子”的名单。其中教员 8 人，研

究生 2 人，本科生 129 人。这 139 人中，有吴思慧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吴思慧离

开北大后的遭遇。 

 

据笔者所知，这样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全面系统地写出来，记录下

来，印刷出来，是很少见的。尽管文革后的当局给大量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作出了

“改正”和“平反”以及“昭雪”等等，但是记载、报告和发表他们的遭遇一直是

被禁止的。这是我对沈老师充满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

事有条有理。和他谈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由理性和道德焕发出来的文雅力

量。   

 

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这是当时用的动词），是在 1958 年做的。

在《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8》中，没有记录数百名“右派分子”被大卡车到学校

来装去“劳教”和“监督劳动”的事情，也没有记录被杀害的人。关于那一时期北

大发生的事情，有一行记载是： 

 

   （1958 年）4月 22 日 4 月 19 日至 21 日，全校突击围剿麻雀。三天共

歼灭麻雀 502 只。6  

 

以北大一万多人停课停工三天的代价打死 502 只麻雀，确实像疯子傻子所

为，然而那时候就堂而皇之地在具有最高平均教育水准的北京大学校园里发生了。

这并不仅仅是北大一个学校的行为，那时候在最高权力当局的命令下，北京全市都

在打麻雀。这一历史的丑闻当然应该记录。但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受到的

迫害，是更应该记录下来的。 

 

本文的目的，是记载在杀死麻雀之前和同时发生的 715 或者 716 名（如果有

人能加入沈克琦教授的工作把全校的“右派分子”名字写出来，就能知道到底应该

是多少人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北大教员学生中被判处了死刑的七个人。 

 

调查不够深入仔细，敬请读者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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